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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及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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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37万人，外出农民工 16934万人（外出农民工中进城农民工为 13585万人，跨省流动为 7666万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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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用机制共同塑造了两代农民工对公共医疗服务选择的模式[1]，并由此可能使两代农民工在公共医

疗服务选择方面具有共性和个性，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两代农民工在患病后的处理方式、就诊机

构选择、不就诊原因等方面具有共性，即他们在患病后都会选择一定程度的公共医疗服务。第一代农

民工就医选择主要以基层卫生机构为主，如私人诊所、社区卫生机构、街道医院等，选择时优先考虑费

用和距离，即公共医疗服务的成本；但新生代农民工就医选择更多是基于治疗效果，因此他们更多选

择一些级别较高的医疗服务机构[2]。（2）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来说，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更强的健康意识

和更积极的公共卫生和医疗服务需求，对公共医疗服务的能力、水平、方式提出了新要求，他们选择公

共医疗服务的概率更高，并对其场所更为讲究。以两代农民工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选择为例，两代

农民工的参与率存在着明显差异，表现为新生代农民工住院医疗资源利用水平较高；且新生代农民工

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经济收入和职业职位等因素和公共医疗服务选择之间具有明显的关

联性[3]。

基于此，本文利用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江苏省、上海市和浙江省等三地的数据，对

两代农民工参加何种医疗保险类型、因病是否住院、住院选择医院的级别、住院医疗费用多少、医疗费

用报销途径以及能够报销医疗费用比例等因素进行分析，定量分析两代农民工公共医疗服务选择的

现状及其可能的差异性，以期为进一步完善两代农民工公共医疗服务选择做好前期基础性的工作。

二、数据描述及研究内容

1. 本文数据来自2014年5月原国家卫计委进行的“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

调查”江苏省、上海市和浙江省的数据。本次监测调查方法以“长三角”两省一市全员流动人口年报数

据为基本抽样框，采取分层[4]、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 PPS方法进行抽样。调查对象为“在本地居住

一个月及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的男性和女性流动人口（2014年5月年龄为15~60周岁，即1954年
6月—1999年 5月出生）”。两省一市的调查样本共 33998人（江苏省、上海市和浙江省分别为 12000
人、7999人和13999人），其中第一代农民工（调查时点年龄为34~60周岁，即1954—1980年间出生）、

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时点年龄为15~33周岁，即1981—1999年间出生）分别为15113人、18885人（江苏

省、上海市和浙江省“两代人”分别为4687人、7313人，3933人、4066人，6493人、7506人），占比分别为

44.45%、55.55%。监测调查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民族、教育程度、户口性质、婚姻状况、现居住地、本

次流动范围、本次流动时间和流动原因；控制变量主要有：职业、就业单位性质、就业身份和住房性质

等。两代农民工的基本情况如下页表1所示。

调查数据显示，作为调查对象的两代农民工在民族（97.0%以上为汉族）、户口性质（农业户口比例

高于85.0%）、现居住地（全部居住在流入地）、流动范围（跨省流动和省内跨市比例超过了90.0%）和流

动原因（务工经商和随同流动比例超过了90.0%）等变量方面的同质性较高。但在性别、受教育程度

和流动时间等方面的异质性较高：（1）第一代农民工男女性别差异为30.2个百分点（男性多于女性），

[1]杜本峰、苗锋：《青年流动人口就医流向选择的影响因素与测度分析——基于北京、上海和深圳调查》，〔北京〕《人

口研究》2012年第6期。

[2]张帆：《农民工医疗保障与就医行为研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3]张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视域下的农民工医疗保险研究》，〔成都〕《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

[4]2014年国家卫计委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第一级单位为调查对象现居住地所在省市区（以江苏省

为例作说明），第二级单位为调查对象现居住地所在市（地）（如南京市、苏州市、无锡市等，共13个二级单位），第三级单

位为调查对象现居住地所在县（区）（如鼓楼区、东海县、海门市等，共74个三级单位），第四级单位为调查对象现居住地

所在居委会（共4744个）、村委会（共2217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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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新生代农民工高出20.3个百分点；（2）两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以初中文化程度为主（第一

代与新生代农民工比例分别为53.3%、49.5%），但新生代农民工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要远高于

第一代农民工（分别为 45.4%、18.8%），且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比例要远低于第一代农民工（分别为

4.1%、28.0%）；（3）虽然第一代与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时间主要是集中在 0~9年（比例分别为 84.3%、

91.1%），但流动时间为0~4年的前者低于后者20.3个百分点，为5~9年的，则前者高于后者13.5个百

分点。

2. Ỉ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伴随着“非农产

业在城镇集聚、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过程，即，农民工的“市民化”过程是工业化、城镇化过程的重

要目的。由于农民工从事劳动密集型职业，其劳动条件、饮食条件和居住条件相对较差，且对公共医

疗服务利用水平相对较低，身体健康问题也相对突出。由此，在分析农民工市民化进程面临的问题

中，农民工公共医疗服务选择问题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点。那么两代农民工的同质性和异质

性决定了他们在公共医疗服务选择方面有可能存在着哪些相同和不同方面？这是本文研究所要涉及

的内容，主要包括：（1）两代农民工公共医疗服务选择的基本状况；（2）两代农民工公共医疗服务选择

的差异程度，其表现维度主要有：参加何种医疗保险类型、因病是否住院、住院选择医院的级别、住院

医疗费用多少、医疗费用报销途径以及能够报销医疗费用的比例，其中“住院选择医院的级别”是其核

心变量；（3）两代农民工公共医疗服务选择的影响因素，以“住院选择医院的级别”作为因变量，分析其

与其它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并通过两代农民工最近一次生病住院选择医院级别与其变量的Logis⁃
tic Regression关系体现出来。由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1）两代农民工公共医疗服务选择的内

容是否具有同质性，体现为两代农民工选择参加医疗保险类型、生病住院的级别以及医药费报销情况

是否相同；（2）两代农民工公共医疗服务选择的形式是否具有异质性，体现为两代农民工选择参加医

疗保险类型、生病住院的级别以及医药费报销情况等方面的差异性。

三、两代农民工公共医疗服务选择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1.Ξџở ắẴ├   Ỹּׂשẹ 调查显示，第一代与新生代农民工参加

医疗保险类型排序情况基本上一致，排在前三位的分别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43.7%、29.8%）、城乡居

表1 两代农民工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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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合作医疗（19.5%、23.9%）和工伤保险（18.0%、22.2%）；参加生育保险的第一代与新生代农民工的比

例也比较高，分别为11.9%、19.0%。两者

之间的差异表现为：新生代农民工参加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比例低于第一代农民

工（低 13.9%），而参加城乡居民合作医

疗、工伤保险比例要高于第一代农民工

（分别高4.4%、4.2%）。
关于近12个月内有经医生诊断需住

院而未住院的情况，第一代与新生代农

民工的差异不是非常明显，其比例分别为4.5%、1.2%，只相差3.3个百分点。最近一次有经医生诊断

需住院而未住院原因，第一代农民工主要表现为“经济困难”（11.8%）、“无人照料”（8.5%）和“无时间”

（5.3%），而新生代农民工主要表现为“无时间”（12.5%）、“无有效治疗手段”（8.3%）和“经济困难”

（7.1%）。最近一次住院的地方在流入地、户籍地和“其它地方”的比例，第一代与新生代农民工比例分

别为 77.6%、72.4%，20.0%、23.2%，2.4%、4.4%。住院原因排在前三位的，第一代农民工分别为疾病

（58.8%）、损伤中毒（10.6%）和“其他”（8.2%），新生代农民工分别为分娩（79.1%）、疾病（13.4%）和计划

生育手术（2.1%）。第一代与新生代农民工选择生病住院的级别，排在首位的都是县、区级公立医院

（比例分别为45.9%、49.2%）。但在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民营医院住院的比例上，第一代

农民工的比例（41.4%）比新生代农民工（15.0%）要高出26.4个百分点；而在地市（直辖市的区）级公立

医院、省（自治区、直辖市）

级及以上公立医院住院，第

一代农民工比例（12.7%）却
比新生代农民工（35.8%）要
低23.1个百分点（见表3）。

从两代农民工最近一

次住院医疗费用总支出情

况看，新生代农民工费用总支出（3545.6元）比第一代（2602.1元）高出36.26个百分点，他们分别报销

了 1920.7元、1637.4元，占比分别为 62

占比1637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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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分别占到了全部开支报销总金额的90.2%、84.5%。而作为农民工市民化重要衡量指标的“城镇职

工出院减免”和“商业保险公司”这两个报销方式，两代农民工的比例都非常低（见表4）。
而两代农民工最近一次住院

医疗费用没有报销的主要原因

（见表 5），分别有 40.7%的第一代

农民工、54.0%的新生代农民工选

择“没有参加保险”；排在第二位、

第三位的分别是“政策不允许报”

（22.2%、10.5%）、“需要回老家，不

方便”（18.5%、16.9%）。第一代与新生代农民工选择“不知道报销流程”的分别为 3.7%、4.0%，选择

“（打算）下次回乡办理报销”的分别为3.7%、7.3%。
2.Ξџở ắẴ├   进一步的分析发现，两代农民工公共医疗服务选

择与其自变量之间呈现出一定的相关关系。如果以最近一次生病住院选择医院的级别作为因变量，

两代农民工公共医疗服务选择与其教育程度、户口性质、婚姻状况、职业、现居住地、流入时间等变量

之间呈现出一定的正相关关系（（P<0.05或P<0.01）），与性别、年龄、就业单位性质、就业身份和住房

性质等变量之间呈现出一定的负相关关系（P<0.05或P<0.01）；而与其民族、流动范围和流动原因等

变量之间的关系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P>0.05或P>0.01）。这可以从两代农民工最近一次生病住院

选择医院级别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中也可以看出（见表6）。基于Logistic Regression模型的分析结果

表5 两代农民工没有报销住院医疗费主要原因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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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两代农民工最近一次生病住院选择医院级别的影响因素（Logistic Reg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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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明，两代农民工最近一次生病住院选择医院的级别与其教育程度、户口性质、婚姻状况、职业、现居

住地、流入时间、性别、年龄、就业单位性质、就业身份和住房性质等自变量和主要职业、就业身份等

因变量之间有着明显关系（表中回归系数B1、B2分别表示第一代、新生代农民工最近一次生病住院

选择医院级别与其变量的系数）。以性别为例，相对于男性来说，第一代与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最近一

次生病住院选择较高医院级别的发生比率分别低59.0%、56.0%；而以教育程度为控制变量，教育程度

较高的第一代与新生代农民工最近一次生病住院选择较高级别医院发生比率分别是教育程度较低

的2.88、2.96倍。

四、结论与讨论

通过以上研究可以发现，第一代、新生代农民工在公共医疗服务选择方面虽然具有一定的异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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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但主要还是表现为同质性。这可以从两代农民工公共医疗服务选择的基本状况体现出来：两代农

民工参加医疗保险类型排在前三位的分别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乡居民合作医疗和工伤保险。也

就是说，新生代农民工仍和第一代农民工一样，主要参加涉“农”类的医疗保险，两代农民工参加城镇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商业医疗保险等类型保险的比例都非常低，且相差无几。两代农民工近12个月

内有经医生诊断需住院而未住院的比例只相差3.3个百分点，“经济困难”是两代农民工未住院的主要

原因；虽然新生代农民工生病住院级别高于第一代农民工，但他们主要还是选择县、区级公立医院（分

别为49.2%、45.9%）。两代农民工最近一次住院医疗费用报销方式，排在前几位的都是新农合出院减

免、新农合办公室、流出地医保中心等涉“农”单位；而作为农民工市民化重要衡量指标的“城镇职工出

院减免”和“商业保险公司”这两个报销方式，两代农民工的比例都非常低；“没有参加保险”是第一代

与新生代农民工最近一次住院医疗费用没有报销的主要原因（比例分别为40.7%、54.0%）。调查数据

同时显示，作为体现两代农民工公共医疗服务选择核心变量的“住院选择医院的级别”，两代农民工也

基本上是大同小异，没有明显的差异。以“住院选择医院的级别”作为因变量的Logistic Regression分
析显示，两代农民工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其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从事职业、婚姻状况和流入时间等

变量方面。如相对于男性来说，第一代与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最近一次生病住院选择医院级别的发生

比率分别低了59.0%、56.0%；而教育程度较高的第一代与新生代农民工最近一次生病住院选择高级

别医院发生比分别是教育程度较低者的2.88、2.96倍。由此，本文可以得出结论：两代农民工公共医

疗服务选择的内容和形式具有同质性，表现为两代农民工选择参加医疗保险类型、生病住院的级别以

及医药费报销情况差异性不大，而作为体现两代农民工公共医疗服务选择核心变量的“住院选择医院

的级别”的差异性也不十分明显。也就是说，两代农民工公共医疗服务选择还没有发生代际差异。其

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独特的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即要经历由农民到农民工、


